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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大浩与

朱元璋的明刑弼教思想

杨 几

明太祖朱元璋亲 自编纂的四编 《大浩 》
,

是研究明初法律实施状况和这位开国皇帝政治

法律主张的珍贵文献
。
《大浩 》中反映的朱元璋的法律思想

,

内容相当丰富
,

但贯穿全文始

终
、

最引人注 目的是他的明刑弼教思想
。
《明实录 》等官修史书为尊者讳

,

对他的这一重要

法律主张极少涉及
。

这样
,

《大浩 》便成为集中记述朱元璋的明刑弼教思想的稀见史料
。

“ 明刑弼教 , 是朱元璋预行 《大语 》的基本动机
,

也是他大搞律外用刑和重典治吏的理

论基础
。

由于这一法律主张不汉对明初
、

而且对明一代封建法制都产生过深刻影响
,

因此
,

它是明代法律思想研究中的
一

个不可忽视的重大课题
。

朱元璋提倡 “ 明刑弼教 ” 的缘由和理论依据

阅读明初史料
,

人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

即从开国初到 《大浩 》颁行前
,

朱元璋

在论及德刑关系
,

包括教化与刑的关系的时候
,

基本上还是沿用 了 “德主刑辅 ”
、 “礼法合

一 ” 这一封建社会传统的立法
、

司法指导原则
,

而 极 少 采 用 “ 明刑弼教 ” 的提法
。

在 《大

浩 》中
,

情况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明刑弼教思想被反复强调
, “德主刑辅 ” 一词 则 从 未 提

及
。

这是偶然的疏忽吗 当然不能这样解释
。

自汉代中期以来
, “德主刑辅 ” 一直被各代的

封建王朝奉为神圣不可动摇的 “圣贤之道
’夕 ,

精明过人
,

为实现社会安定 “宵昼不逞宁处 ”

的朱元璋岂肯无端改变 那么
,

究竟是何原因促使他做了这种微妙的变通呢

结合明初的司法实践和 《大浩 》 的内容认真考察
,

便可看清事情的本质 原来
,

倡 导明

刑弼教学说是朱元璋在明初司法实践与传统的司法指导思想严重背离的情况
,

为完善封建

法制理论
、

继续强化其重典政策而找到的重要理论武器和法律措施
。

明王朝建立以后
,

朱元璋 “惩元纵弛之后
,

刑用重典 ”
。 于 但是

,

朱元漳的刑用重典政

策
,

拜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 “治之虽严

,

而犯者 自若 ”
。

⑧对此
,

他拜没有从中得出应有的

教训
,

反而 “猜疑多生 ”
,

把形势估计得更为严重
,

认为这是对重刑政策推行不力
、

对贪官



污吏和 “奸顽之徒 ” 打击不狠造成的
。

他说 “民经世乱
,

欲度兵荒
,

务 习 奸 滑
,

至 难齐

也
。 ” 且 认为只有靠严刑峻法 “救之以猛 ”

, ④才能 “使人知所警惬
,

不教轻易犯法
。 ” ⑤

正是在过分地夸大了 “乱世 ” 的危机形势和迷信重刑可以 “以刑去刑 ” 的双重因素作用下
,

朱元璋决意继续大力推行其重刑政策
。

不过
,

进一步突行重典之治
,

遇到了两个方面的难题
。

一是因诛戮过滥
,

激起 了臣民普遍的强烈不满
。

拱武九年
,

平遥训导叶伯亘上书中所言

就集中代表了这种情绪
。

其书 日 “用刊之际
,

多裁 自圣衷
,

莲使治撤之吏务趋求意旨
,

深
刻者多功

,

平反者得罪
。 ” “窃见数年以来

,

诛杀亦可谓不少矣
,

而犯者相踵
。

良由激劝不

明
,

善恶无别
,

议贤议能之法既废
,

人不 自励
,

而为善者怠也 ”
。

了 朱元璋也深切地威到了

臣民的不满情绪
,

在 《大语 》 中
,

他痛斥道 顽民 “朋奸诽谤
,

却说
‘

如今朝廷法度好 生 厉

害
, ” 。 ⑦ “无知朝廷艰辛者

,

仍 日
‘

刑 告
, ” 。

亘

二是朱元璋口头上的 “轻刑 ” 说教与实际推行的重刑政策自相矛盾
,

理论与 实 践 的 背

离
,

成为继续强化重典之治的重大障碍
。

在封建时代
,

儒家思想处 于 “独尊 ” 的正统地位
。

在德教与刑
,

即封建伦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上
,

儒家主张 “德主刑 辅 ”
、 “大 德 小 刑 ”

、

“先教后刑 ”
。 “教

,

政之本也
,

撤
,

政之末也 ”
, 通 被历代统治者说成是治国 的 至 理 名

言
。

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以后
,

虽然 “驭下常以严厉为主 ”
, 垃 然每当公开论及 德 刑 关 系

时
,

也是 口 口声声宣扬自己师承先圣之道
, “

治国之要
,

教化为先
”

重德轻刑
。

珍 他多次痛骂

商鞍
、

韩非的 “重典 ” 主张
,

对臣下言重典者一概痛斥
,

说 “夫威以刑戮
,

而 使 民 不 政

犯
,

其为术也浅矣
。

且求生于重典
,

是犹索鱼于釜
,

欲其 得活难矣
。

故凡从轻典
,

虽不救其

生
,

自无死之道 ”
。

⑩对朱元璋的 “轻刑 , 言论
,

结合他讲话的背景和实际的作为分析
,

可

以看出
,

有些是表达了他要求加强礼义教化的思想和防范臣下滥用刑罚的意图
,

但也有不少

时候是为了配合推行重刑政策
,

用以堵臣民的嘴
,

表明他井未背离
“
圣贤之道 ”

,

刑用重典

是不得已而为的
。

然而
,

在举国上下抱怨 “刑重 ” 和群臣要求 “审刑罚
,

敦教化 ”
、 “宜少

济以宽大 ” 彝的呼声中
,

他解释 “刑用重典 ” 的各种理由都显得极其勉 强
,

他 宣 扬 的 “轻

刑 ” 言论和所干的一套也常常自相矛盾和难以服众
。

面对着这些矛盾和阻 力
,

如何把既定的重典治国方针推行下去
,

又能在不触件儒家正统

思想的前提下 自圆其说
,

保持
“

仁君 ” 的形象
,

便成为血待解决的政治课题
。

明刑弼教学说

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被重新抬上 了政治舞台的
。

“ 明刑弼教 ” 一语
,

渊于 《尚书
·

大禹滇 》
。

原文日 “ 明于五刑
,

以弼五教
。 ” 后人

概括为 “明刑弼教
” 。 《大禹漠 》属于 《古文尚书 》

,

为魏晋人所作
。

这表明早在魏晋时期
,

明刑弼教思想已经萌茅
。

在明刑弼教思想提出以前
,

封建统治阶级已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伦理体系和司法指导原

则
。

所谓 “五教 ”
,

是指封建社会中的五种伦理道德
,

即父义
、

母慈
、

兄友
、

弟恭
、

子孝
。

“五教 ” 又称为 “五常 ” 之教
。 “
五常 ” 的内容是 “仁

、

义
、

礼
、

智
、

信 ,, 。

从人伦关系

上讲
, “五教 ” 的含义又被概括为 “父子有亲

,

君臣有义
,

夫妇有别
,

长幼有叙 序
,

朋

友有信 ”
。
吐 对于教化的内容及其重要性

,

儒家学说创始人孔丘
、

孟柯作过大量论述
,

主张
“为政以德

” ,

严格按照
“

君君
、

臣臣
、

父父
、

子子
” ⑩的原则

, “
教人以伦 ”

,

舀 反对 “ 不教而

杀 ”
。

厅西汉中期
,

董仲舒进一步发展和概括了孔孟儒家的德教学说
,

形 成 了以 “三 纲五



常 ” 为核心的伦理学说体系
。

在此之后直至明清
, “三纲五常 ” 不仅被历代封建王朝规定为

“礼教 ” 的最高标哗和基本内容
,

而且把 “德主刑辅 ” 规定为立法与司法活动必须遵循的指

导思想
,

也就是说
,

教化重于刑罚
,

德为刑纲
,

刑要受德的制约
,

始终处于辅助的地位
,

在

司法活动中耍处处贯彻封建伦理纲常的精神
。

明刑弼教思想提出以后
,

长期受到冷落
,

很少被人提起
。

当然
,

自晋至明
,

历代研究注

释 《尚书 》奢
,

也对它的含义作过注疏
。

其中以 《十三经注疏 》本 《尚书正义 》的说法最为

通行
。

伪孔传日 “弼
,

辅 期
,

当也
。

叹其能 以 刑 辅 教
,

当于治体
。

虽或行刑
,

以杀止

杀
,

终无犯者
。

刑期于无所刑
,

民皆命于大中之道
。 ” 即认为刑罚是助于封建道德教化的治

世手段
,

通过用刑法打击犯罪
,

可以使巨民畏法守教
,

收到以刑去刑的社会效果
。

由于明刑

弼教学说突出了刑罚的作用
,

远不如 “德主刑辅 ” 有利于统治 阶 级 粉 饰 “仁政 ”
,

与 “圣

人 ” 所说的 “先教后刑 ”
、 “大德小刑 ” 也似有相悖之处

,

所以
,

宋代以前
,

封建统治者对

它不屑采用是可以理解的
。

宋代以后
,

为着强化封建国家的镇压职能和使统治者在处理德刑关系上有充 分 的 灵 活

性
,

著名理学家朱熹从 “礼法结合 ” 的意义上
,

对明刑弼教思想作了新的阐发
。

其一
,

朱熹

虽然也承认教化与刑罚有本末之分
,

但他着重强调了在治国中二者同等重要的思想
。

指出
,

耍维护封建纲常
,

刑与教化两者不可偏废
。

说 “若夫道德性命之与刑名度数
,

则其精粗本

末虽若有间
,

然其相为表里
,

如影随形
,

则又不可得而分别也 ”
。

⑩共二
,

强调了刑对教化

的作用
,

驳斥了那种只任教而不重刑的观点
。

他说 “如何说圣人专意 只 在 教 化
,

刑非所

急 圣人固以教化为急
。

若有犯者
,

须以此刑治之
,

岂得置 而 不 用 ” ⑩又 说 “殊不知
‘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 ,

虽舜亦不免
。

教之不从
,

刑以督之
,

惩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劝戒
,

所谓
‘

辟

以止辟
, ” 。 ⑩其三

,

认为在实施教化与刑罚时
,

二者谁先谁后
,

谁缓谁急
,

要根据维 护 三

纲五常的实际需耍来确定
,

不一定拘泥于 “先教后刑 ” 的模式
。

他说 “明刑以弼五教
,

而

期于无刑焉
。

盖三纲五常
,

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
。

故圣人之治
,

为之教以明之
,

为之刑以弼之
,

虽其所施或先或后或缓或急
,

而其丁宁深切之意未尝不在乎此也
。 ” ⑩这句

话的意思是
,

刑与教化必须服从于维护 “三纲五常 ” 这个 “治道之本 ”
,

至于是先教
卜

后刑
,

还是先刑后教
,

都是允许的
。

经过朱熹的阐发
,

使 “明刑弼教 ” 在不背离封建伦理纲常的大前提 下
,

增添了新意
。

我

们决不可轻看这种小小变通的意义
,

其实
,

它意味着中国封建法制的指导原则沿着 “德主刑

辅 —礼法合一 —明刑弼教
” 的发展轨道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

。

表面上
, “ 明刑弼教 ” 的意思是以刑辅教

,

似乎它与 “德主刑辅 ” 这一传统的封建立法

和司法指导原则拜无多少区别
,

实际上它对封建法律的实施方法
、

发展方向及其发挥的作用

诸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亘大的
。

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
,

一般说来
,

倡导 “德主刑辅 ”
,

本意

在注重道德教化
,

限制苛刑
,

所以它往往是同 “轻刑 ” 主张相联系的
。

而经过朱熹阐发
、

风

行于封建社会后期的明刑弼教思想
,

其立意是重道德而不轻刑罚
,

还明确地包 含 和 体 现了
“刑罚立而后教化行 ” ⑩的思想

,

这就为统治阶级借助于 “弼教 ” 的 口实
,

无节制地施用刑

罚
、

推行重典政策提供了思想武器
,

因而它往往是同重刑主张相联系的
。

鉴于明刑弼教学说既不违背
“

圣贤之道
”

又能充分地为推行重刑政策耕护
,

在明初司法实



践与指导思想严重背离的情况下
,

它作为解决这一矛盾的理论依据
,

被朱元璋大加耸崇和宣

扬就是必然的了
。

一部四编 《大浩 》
,

包括 《序 》和 个条 目
,

都是在这一思想的指 导 下

写成的
。

朱元谭无论是在阐述倾行 《大浩 》的动机时
,

还是在解释施行每一浩刑 的 必 要 性

时
,

都反复地把这一思想作为理论依据
,

可以说这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朱熹所阐发的

有关思想推到了新的高度
。

倡导 “ 明刑弼教 ” 是朱元璋完善封建法制理论
、

强化重典之治的

需要
,

四编 《大谙 》则是他宣扬和实践这一法律主张的历史记录
。

朱元璋明开 弼教思想的内容和特 色

朱元璋的明刑弼教思想
,

是在继承前人
,

特别是朱熹的有关学说的基础上
,

结合洪武年

间的治国实践加以发挥和具体运用而形成的
。

这就决定了他的思想体系的基调仍是 “ 申明先

王之教 ”
,

但又呈现出时代的特色
。

在四编 《大浩 》 中
,

朱 元 璋 对 实行 “明刑弼教 ” 的 一系列基本问题部作过阐述
。

关于

教化的内容和作用这个命题
,

他基本上是沿袭 了儒家的正统思想
。

朱元漳反复告诫臣民说
,

他的 “明教 ” 不过是恢复 “我中国先王之旧章 妙
, “务必父子有亲

,

君巨有义
,

夫妇有别
,

长幼有序
,

朋友 有信
。 ” ⑩也就是说

,

教化的基本内容和耍求是维护 “三纲五常 ”
。

为 了申

明 “五教 ”
,

在 《初编 》首篇
,

他专门阐明了为臣之道
。

在 《续编 》首篇
,

又专门申明 “五

常 ” 之教
。

在 《续编
·

明孝第七 》中又重申了 “人子之道 ”
。

朱元璋阐述的 “教化 ” 内容
,

说来道去
,

无非是 “君君
、

臣臣
、

父父
、

子子 ” 一套封建 礼 教 纲 常
,

其中
“
忠君 ”

、 “
守

法 ” 是他强调的重点
。

当然
,

在谈及教化的内容和臣民 “从教 妙 的标准时
,

朱元璋并非是 一 概 抄 袭 “圣贤之

书 ”
,

他还根据当时的治世需要提出 了许多具体的要求
。

他在明合全 体 臣 民 遵 告》 “从

教 ” 的同时
,

把刑用重典和明刑弼教的主要锋芒指向官吏
、

豪富和无业游民 这 三 种 人
。

指

出
,

官吏贪暴
、

豪强不法是 “治世 ” 的 “祸害 妙
, “百姓每耍反

,

则是被他逼凌 得 没 奈 何

了 ” 忍 无业游民是妨害新王朝统治秩序稳定的不安定因素
,

他们 “村无恒产
,

市无铺面
,

·

”一其心 下善
,

生汗诈
,

岂止一端 ”
。

尽 为此
,

朱元璋有针对性地设立 了许多新的重刑法

令
,

做为这三种人 “从教 ” 的行为规范和对其
“不从教 ” 行为的制裁措施

。

在 治 吏 方 面
,

《大浩 》规定
,

严禁有司滥设卒吏 禁止官吏下乡 实行遣牌唤民制度
,

有司不得随意噢下

属听事 官吏犯赃罪者
,

有司负连带责任 严明纪纲
,

禁止吏卒越礼犯分
。

在治民方面
,

规

定里甲四邻要互知丁业
,

市村不许有逸民 市井之民不许为吏卒 , 农户和诸色匠户必须按期

纳税服役 民不得妄擅官称
,

不得居处借分
,

乡饮酒礼不得紊乱正席 “造言好乱 ” 者治以

重罪
。

对于豪富之家
,

朱元璋责令他们遵守朝廷法令
,

不许诡寄田粮
、

逃避差役 和 说 事 过

钱
,

不许结交官府和诱引官吏贪污
,

不许欺凌小民
。

如此等等
,

类似的各种法律规定有 余

种
。

朱元璋把四编 《大浩 》当作向臣民 “宣教 ” 的政治教科书
,

把严守 《大浩 》禁金作为臣

民 “从教 ” 的标准
,

多次重申 “务必家藏人诵 ”
, “敢有不敬而不收者

,

非吾治化之民
,

迁居化外
,

永不令归 ”
。 “敢有不遵者

,

以罪罪之
。 ” 方

关于教化与刑的关系
,

以及刑对教化的作用
,

朱元璋在《初编
·

民不知报第三十一 》中
,



作 了比较集中的论述说 “五教既兴
,

无有不安者也
。

民有不循斯教者
,

父子不亲
,

君臣不

义
,

夫妇无别
,

长幼不序
,

朋友不信
,

强必凌弱
,

众必暴寡
,

鳃寡孤独
,

笃废残疾
,

何有之

有焉
。

既不能有
,

其有命何存焉
。

凡有此者
,

五刑以加焉
。

五刑既示
,

奸 顽 敛 迹
。

鳄 寡孤

独
,

笃废残疾
,

力弱富豪
,

安共安
,

有其有
,

无有敢犯者
,

养民之道斯矣
。 ” 类似的论述

,

在 《大错 》中还有多处
,

只是行文较短
,

然其意拜无不同
。

所有这些阐述刑与教化关系的言

论
,

有几 个共同之点 共一
,

有意识地对 “德主刑辅 ” 一词加以迥避 其二
,

认为刑与教化

在治国中各 自具有本身的特殊效能 其三
,

着重强调刑罚对推行教化的亘大作用
,

倡导 “ 明

刑弼教 ”
。

可见
,

朱元璋对 “ 明刑弼教 ” 的认识
,

在许多方面与朱熹的观点同出一辙
。

然 而
,

朱元璋倡导 “明刑弼教 ” 的重要 出发点
,

是为其继续强化重典之治开辟道路
。

所

以
,

他虽然在一些基本思想观点上继承 了朱熹的学说
,

但义不完全受朱熹宣扬的一套
“

仁政
”

观点的限制
。

徜若把朱元璋的 “明刑弼教 ” 思想同朱熹的有关学说作一比较
,

就可以发现
,

围绕着如何实施 “明刑弼教 ” 的问题
,

他们的主张有两点重要的不同之处
。

一是未熹 认儒家的 “ 重人 ” 和 “ 拖仁政 ” 的观念出发
,

主张 “明刑弼教
”

要严人伦之罪
,

宽财产之罪
。

他认为
,

用严刑打击败坏 人伦的犯罪与濡家的 “仁政 ” 思想是不矛盾的
。

这样

做
,

既可以
“ 止奸绝本 ”

,

保护良民不被奸徒所害
,

也能够充分体现以刑辅佐教化的意义
,

故
“虽 曰杀之

,

而仁爱之实 已行乎中
。 ” 月 而对于侵犯钱财方面的犯罪

,

他针对宋代有关法

律对此类犯罪处刑过严的问题
,

提出量刑应有所放宽
,

以体现 “法之本意所重乃在人之躯命

而不在乎货财
” 。 “ ’

朱元璋在以严法惩治败坏人伦之罪这点上同朱熹的看法是一致的
。

然而
,

对于一切浸犯钱财的犯罪
,

他却同样加重处置
。

四编 《大浩 》所采辑的案例中
,

因贪污和科

敛钱财被处以酷重刑罚者
,

就占有很大的比重
。

对此
,

朱元璋也有 自己的解释
。

他说 “君

子之心
,

恻隐之道
,

无不至仁
。

此 行推之
, 一

于君子 则可
,

小人则不然
。 ” 困对于奸顽之徒

,

“宽则无教 , , 妙 只有从严重惩
,

方能使 “见者寒心
,

必无犯者 ”
, 盛 达到 “ 人人同仁

,

使

身 不遭囚祸 ” 尽 的口的
。

在朱元瘴看来
,

他这样做也是 “仁政 ” 的体现
。

二是朱熹主张实行 “明利弼教 ” 要依法办事
,

并要在司法活动中贯彻
“
慎刑

”
的原则

。

他认为
,

对 “ 干法中有疑
,

其或轻或重者 ”
,

要按 “罪疑从轻 ” 的精神处理
。

说 “与其杀

之 范害彼之生
,

宁姑全之
,

自受夫刑之责
,

其仁爱忠厚之至
。 ” 究 朱元璋在预行 《大浩 》前

,

也多次讲过类似的话
,

然在 《大浩 》 中
,

却只言 “ 重刑 ” 而不讲 “旗刑 ”
,

他说 奸顽 “既

无仁心
, “

一我又如何把仁心爱他
。 ” 暄 又说 “教化则贤人善 为

,

小人不能
。 ” 故有必

要
“
施五刑而 不拘常宪 ”

, 亏 “杀
·

做百 ”
,

主张通过律外用刑和运用种种酷利苛法去推行
“ 明刑弼教 ”

。

丁见
,

朱元璋的明刑弼教思想
,

是以 用币刑逼民 “从教 ” 为特征的
。

自汉代统治者总结秦王朝崇尚杀罚仅二世而亡的教训
,

强调 “德主刑辅 ” 以来
,

后代相

因为习
,

无论是重典治世还是刑用轻典
,

表面上都是以 “仁政 ” 自居
,

朱元璋明确宣布以重

典趋民
“

从教 ”
,

公开把律外用刑合理化
、

神圣化
,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

为 说明他的这种做法是正确和合情合理的
,

朱元璋在四编 《大浩 》中
,

用大量篇幅反

复阐述 厂 “乱世 ” 条件下以重刑 “弼教
’夕

的必要性
。

首先
,

在 《大浩 》 中
,

朱元璋不 厌其烦地陈述了官民的种种弊病和罪行
,

强调 了非严刑

不 可治的思想
,

在谈到中央和地方官吏的弊病时
,

他指出
“
股今所任之人

,

不才者众
,

往



往蹈袭胡元之弊
。 ” 吞 他们之中

, “尽收四乡无籍之徒
,

掌行文案 ” 者有之 , “视股命如寻

常
,

以关防为无事 ”
, “伪造御宝文书

,

至府不行比勘合承接 ” 者有之 , “故违律法 ”
, “

在

乡结党害民 ” 者有之 “巧立各色
,

科敛于民 ” 者有之 妄报水灾
,

勉减娠济
,

隐匿田赋
,

假公肥私者有之 决撤理刑 “以是作非
,

以非作是
,

出入人罪
,

冤枉下民 ” 者有之 , “讲谤

朝廷 ,, , “ 自作非为
,

强声君过
,

妄彰君恶 ” 者亦有之
,

实是积习太深
, “若不律以条章

,

将必仿效者多
,

则世将何治 ”
。

⑩在谈及武臣
、

豪强地主和 “游民 ” 时
,

朱元璋认为
,

他们

替是 “豪无仁心 ”
、 “奸恶贪婪之徒

” , “扶此彼坏
,

扶彼此坏 ”
, 元 “若不罪他呵

,

那撒

拨的怎地怕 ” 孔

世道何以混乱到如此地步 朱元璋认 为
,

井非是
“股不才 ”

, “法不 良 ”
,

而 是 臣 民
“终不循股化 ” 昼 造成的

。

他指出 自有天下以来
, “
股皇皇宵昼

,

思治穷源 ”
, “本古五

刑而不治 ”
,

然 “天下臣民不从教者多 ”
,

⑧ “其奸顽之徒
,

未尝肯格心向善
” ,

雪 “ 股

每常数数开谕
,

导引为政
,

勿陷身家
” , 瓣 “ 我每 日早朝晚朝

,

说 了无限的劝戒言语
, “

一我
这般大年纪 了

,

说得 口干了
,

气不相接
” ,

然臣民以 “股谕 ” “以为不然
,

仍蹈前非垒垒
,

“

一设心无知
,

轻生易死
,

犯若寻常 ”
。

约 朱元璋顿首疾呼 “奸顽之徒 ” “可谓之难教者

钦 ” 妙 “妄才疏德薄
,

控驭之道竭矣
” ‘珍 他认为

,

只有刑用重典
, “此 《浩 》所禁者治

之 ”
, ⑩才能趋民 “从教 ”

, “向化不善之心 ” 达到 “期于无刑 ” 的 目的
。

其次
,

他分析 了 “臣民不从教 ” 的原因
,

认为在 “华风沦没
,

彝道倾颓 ” 的情况下
,

只

有用刑 “不拘常宪 ”
,

才能 “罪奸制顽
,

惩欲一而戒百 ”
。

朱元璋认为
,

臣民所以 “终化不

省 ”
,

其原因主要是两条 一是 “胡元之治
,

天下风移俗变 ” “民犯元 习 ”
, “

一概动摇
,

至今非心不格
,

面从心异 ”
。

宜 二是因其 “贪心勃然而起
,

迷失具性
” 所致

。

他指出 奸顽

之徒
,

有些人犯罪是属于财迷心窍 “ 因赃迷惑其心
,

止知己利
,

不知良善受害
, “

一罪及
身家 ” , 有些是明知故势

“既知是非
,

辄起贪心
,

倒持仁 义
,

接受赃私
,

祸善福顽
,

以

招 自身之祸 ” , 尽也有些是 自作聪明
,

出于侥幸心理 “ 为利所迷
,

自将以为终身不犯
,

岂

知不终年而遭刑
” 。 巨 总而言之

,

都是由于
’

“奸迷其心
,

顽不肯遵 ”
。

云 因此
,

耍想趋民
“

从

教 ”
,

靠一般的
“劝导 ” 是不中用的

,

必须采取强硬的手段
,

即 用种种津外酷法加以治理
。

第三
,

以 “ 明刑弼教 ” 思想为理论依据
,

宣扬法外用刑是符合 “先王之教 ” 的
。

在 《大

浩 》中
,

他把自己的一切作为都说成是 “ 申古先王之旧章
,

明五刑以弼教 ”
,

几乎对每一个

法外用刑案例
,

也都用 “明刑弼教 ” 理论作出解释
。

反复告戒臣民
,

他的法外用 刑 是 为 了
“明教化 ”

、 “去奸去弊
,

必欲保全臣民 ” 匆 而为的
,

是符合 “先王之教 ” 和无可指责的
。

明刑弼教的措施及其指导思想

朱元璋是个注重实干的政治家
。

在借助 《大浩 》实行 “明刑弼教 ” 的过程中
,

他也表现

出这个特点
。

四编 《大浩 》是由案例
、

新设的重刑法令和明太祖阐述 “ 明刑弼教
”

主张的
“

训

诫 ” 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
。

其中案例是用以 “明刑弼教 ” 的反面教材
,

法合是逼民 “从教
”

的强制性手段
,

这二者既是刑以弼教的具体措施
,

又与有关 “训导 ”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

完

整地体现了朱元璋的
“ 明刑弼教 ” 思想

,

同时
, 《大浩 》中罗列的 “ 明刑弼教 ” 措施

,

均具



有严酷的性质
,

具体剖析这些措施
,

又能更进一步揭示朱元璋的以重刑趋民 “从教 ” 的指导
思想

。

朱元璋实施 “ 明刑弼教 ” 的手段和措施
,

概括起来
,

主要有以下四种

其一
, “ 明之以刑

,

晓之以礼 ”
, “使知趋吉避囚之道 ”

。

朱元璋认为
,

世经元代
, “先王之教

,

华夏之风
,

于是扫荡无余 ”
。

然 “从古至今
,

无

有不可化之民 ”
。

⑤他以是否能够
“
教化 ” 为标灌

,

把官民分为 “ 良善 ” 与 “奸恶 ” 两类
。

指出
, “ 《浩 》出

,

良民一见
,

钦敬之心如流之趋 「
。

亘恶之徒
,

尚以为不然
。

中恶之徒
,

将

欲迁善而不能
。 ,, 手拜说

,

经过
“
明刑弼教

” “

良善
’夕
者 “有从命之诚

,

有可化之机 ”
, 茵

这徉 不汉能使其 “知趋吉避凶之道 ’
,

而且可使共 “知前 《浩 》 之精微
, 一心钦遵

,

有所

估持
, “
一以除奸顽

” 。 区 从这种认识出发
,

在 《大浩
’

中
,

朱元璋结合 举 “ 不循脍教
” 、

“ 自取灭亡
,, 的大量案例

,

向臣民陈述 了所谓 “ 从教
‘夕 与 “ 下从教 ” 的利害

。

向 他 们 灌 输
“ 从 居 即未元璋 命者

,

五幅备于身家
,

不从菩命者 至刑备坐 于家身 ” 的思想
,

要他们

革除贪心
,

效忠朝廷
,

格守礼教
,

勿犯刑律
。

其二
,

对 “罪囚 ” 施以酷刑拜公开示众
, “使人视之而不敢犯 ”

。

朱元璋不仅大搞合人闻之毛骨惊然的律外用刑
,

而且有意识地合臣民目睹受刑者之惨状
。

《大浩 》中这类记载很多
,

洪武十九年三月
,

刑部官吏胡宁
、

童伯俊等纵囚 “说事过钱
,

各

受赃私 ”
。

事发
,

朱元璋将当事人 “ 各 足鞭背
,

一

下知牧口
。

不过半昼
,

已死数人 ”
。 “

足鞭背之时
,

特合五军断事官
、

大理
、

刑部
、

都察院
、

十二道会视刑之
” 。 班 常州府同知王复

春
,

青州府知府陈希文
,

下 乡科敛
,

被枷项示众
, “
遍厉九州之邑

” 。

舜 “ 两浙
、

江东西
,

民有伪造 钞 者
, ”

一捕获到官
,

自京至于句容
,

其途九十里
,

所袅之尸相望 ”
。 八 朱元

璋声称
,

只有
“
重惩恶凶

” , “使其流血呻吟
,

备尝苦楚 ”
,

方可 “ 使人视之而 不政犯
” , 及

起到 “杀一做百 , 的教育作 用
。

其三
,

创
“

戴刑还职 ” 之制
,

使 “刊责 , 者
“
翻然改图

” 。

这是朱元瘴为
“惩戒 ” 官吏

“
不从教者 , 而制定的特别措施

。

洪武 五 年 二 月
,

他就曾
“合各府州县建申明亭 , 。

洪武十五年八 月
,

令将巨民 “犯十恶
、

奸盗
、

作伪
、

干名犯义
、

有伤风俗及犯罪至徒者
,

书于亭
,

以示惩戒 ”
。

, 之后
,

他又把 “惩戒 ” 方 式 发 展 为 “刑

责 ”
,

创设了 “戴刑还职 ” 之制
,

即 合犯罪官吏在原来 的 职 位 上 “戴刑 , 工作
,

借以 “凌

辱 ”
、 “傲惩 ”

。

朱元璋认为
, “
刑责 , 可以使 “奸贪之徒

” 领悟 “为非之耻 , ,

扫荡 “奸

迷之心 ” “翻然改图 ”
,

也可给 “ 初人仕者 ” 或 “初犯者 ” 以 自新机会
。

基于这种考虑
,

他一方面坚持把不法官吏名单
、

罪行书写成册
,

公布于众 另一方面
,

将 “戴刑还职 ” 之制

加以推行
。

丹徒县垂李荣中
、

应天府吏任毅等六人
,

因受赃卖放均工人夫
,

被 “各断十指
,

押回本处 ”
,

继续负责
“
著勾赴工

” 事宜
。

时 龙江卫仓官攒人等
,

因盗 卖 仓 粮 被 “墨面文

身
,

挑筋去膝盖
,

仍留本仓守支 ”
。

尽 《三编
·

进士监生不俊 》篇中
,

共列进士
、

监生出身

的官吏犯罪者 人
,

其中戴刑还职的 名
。

其四
,

加强民众监督
, “逼成有司以为美官 ”

。

朱元璋认为
, “吏治之弊

,

莫过于贪墨 ”
。 “此弊不革

,

欲成善政
,

终不可得 ”
。

然要整伤吏治
,

靠官吏 自觉
“

修身
”

是不可能的
。

他指出 “若靠有司辨民曲道
,

十九年来
,



未见其人 ”
。

因此
,

在 《大浩 》中
,

他强调对官吏实行民众监督
,

拜建立了 “民陈有司贤

否 ,, 和 “民拿害民该吏 ” 的制度
,

规定对于害民官吏
, “许境内诸普宿人等

,

逼处乡村市井

连民赴京状奏
,

备陈有司不才
,

明指实迹
,

以凭议罪
,

更贤育民 ”
。

还规定
,

允许良民将

害民官吏 “绑缚赴京
,

罪除民患 ”
,

朱元璋指出
, “若民从股命

,

着实为之 ”
,

敢于提拿

害民官吏
,

那么
, “不一年之间

,

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
。

为何 以其良民自辨是非
,

好邪难

以横作
,

由是逼成有司以为美官
。 ” 思 朱元璋的 “民众监督 ” 思想

,

反映了他对封建官吏的

极端不信任
,

也反映了他对民众的强大力量有一定的认识
。

他采取的 “民拿 害 民 该 吏 ” 的

措施
,

尽管在今天看来
,

尚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
,

也是 一 种缺乏 依法办事观念的表现
,

但

从一定意义上说
, ‘

色是对 “官贵民贱 ” 的封建传统意识的巨大冲击
,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丙史

上也是前无古人的
,

因而是 有进步意义的
。

当然
,

山于朱元璋的这一主张是建立在脱离实际

的主观臆想的基础之 上的
,

当时除 了极少数的捉拿恶吏的事例外
,

这一措施拜没有能够普遍

实行起来
。

其五
,

建 立新的重刑法 令
, “凡不从教钦遵者 ”

, “比语所禁者治之
。 ”

为了防止法外遗奸和更有力地打击 “奸顽 ”
,

朱元璋在 《大浩 》中设立 了一些新的重刑

条款
。

这些条款同样兼杂有他的 “训戒 ”
,

富有浓厚的 “ 明刑弼教 ” 色彩
。

如
,

在有关 “寰

中士夫不为君用 ” 的条款中规定 “ ‘率土之滨
,

莫非王臣
’

成说
,

其来远矣
。

寰中士夫不为

君用
,

是外其教者
,

诛其身而没其家
,

不为之过 ”
。 气 如此等等

,

对于 《大浩 》中的这些重

刑条款及所有诏合
,

朱元璋要臣民 “ 世世守行之 , , “敢有不遵者
,

以罪罪之
。 ” 《大浩 》

峻合的实施极大地严密了法网
,

也扩大了明刑弼教思想的传播
。

“ 明刑弼教 ” 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矛盾 日益尖锐
、

人民群众逐渐觉醒的历史条件下
,

地主阶级运用暴力手段强化其思想统治的表现
,

是片面的
、

惩罚主义的法律观的反映
。

在封

建社会里
,

以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为本质特征的官僚制度
,

是产生 “犯罪 , 和导致 “民不从

教 ” 的基本根源
。

企图不触动这种腐败制度
,

仅仅凭借严刑峻法去逼民就范和消 灭 犯 罪 现

象
,

是不可能的
。

朱元璋预行 《大浩 》的结局也是这样
,

虽然它在打击贪官污吏
、

巩固新建

的朱明政权方面起过一定作用
,

但在推行
“

教化
”

和制止犯罪方面却收效不大
。

关于这一点
,

连朱元璋本人也不得不承认
。

洪武 十九年
,

他在谈及 《初编 》实行的情况时曹经 愤 怒 地 指

出 “股朝治而暮犯
,

暮治而晨亦如之
,

屁未移而人为继踵
,

治愈重而犯愈多
。 ” 尽 洪武二

十三年
,

他更加忧虑地说 “愚民犯法
,

如哈饮食
,

嗜之不知止
。

设法防之
,

犯者益众
。 ” ⑩

不仅如此
,

大搞法外用刑
,

造成了法制的破坏
,

治狱失平
,

诛戮的滥施
,

流弊甚多
。

所以
,

朱元

璋死后不久
, 《大浩 》逐渐受到冷落

,

到明代中叶时
,

就已灰飞烟灭
,

很难见到了
。

与 《大

浩 》的命运不同
, “ 明刑弼教 ” 作为一种治国主张

,

由于它同明代的极端专制主义政治制度

相适应
,

有利于统治者灵活地变幻手法
,

加强对臣民的控制和镇压
,

所以
,

它被后嗣的一些

君主和权臣们奉为指导立法和司法活动的基本原则
,

从而对明代封建法制的发展进程和面貌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



一

注释

① 《明史 》 卷 九三 《刑法一 》
。

② 刘三 吾 《大 浩三编 针序 》
。

③ 《皇明祖训 》 序
。

④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卷一 四 代开国 规模 》
。

⑤ 《明太 祖实录 》 卷二三九
。

亘 《明史 卷一 三 九 叶 们巨 传
· 。

① 《续编
·

断指诽诱第 七 卜九
、办 。

⑧ 《初编
·

纳豆 入水第五十三 》
。

嗯
‘

奄 仲舒 《春秋 繁露 叭 《情华协
。

扬 赵翼 长廿二 史割记
、》卷 三六

。

心 《明太祖实录 》 卷二 五
。

⑩ 夏燮 《明通鉴 》 卷四
。

《孟子 》 《傣文公上 》

尽 《论语 》 《领渊今
。

⑩ 《孟子 》 《膝文公上 》
。

⑥ 《论语 》 《尧 日 》
。

扮 代朱文公文集 》 卷七 十 《读两陈陈议遗墨 净
。

西
才

朱子语 类 》 卷 七八 仗尚 怜一
·

舜典 》
。

功 拭朱子语类 》 卷七八 《尚书一
·

大 禹漠饰
。

或 分朱文公 文集 》 卷一 四 《戊 申延 和奏札 一 污
。

忿 《二 程全书 》 《伊川 易传 》
。

冬 《初编 婚姻第二十二 叭
。

吞 《武臣
·

耿 良肆贪害民 第三 》
。

霭 认续编
·

市 民不许为吏卒第七
一

五
。

霉 《续编
·

颁行续浩第 代 十 七戈
。

首 《御制 大浩续编序 》
。

⑩ 《朱子语类 》 卷七八 火尚 书一
·

大禹漠 》
。

珍 《朱文 公文集 》卷二五 《答张 敬夫 》
。

函 《初编
·

朝 臣优劣第二 十六 》
。

对 《续编
·

婚 娶第八十六
、

飞 。

霉 《三编
·

车官收 金第三 十五
’ 。

曾 《续编
·

相检囚屁不实第四 十二
。

分 《朱 文 公文集 》 卷六五 《尚书一
·

大 禹漠为
。

忿 《武 臣 千户彭 友文 等浓死 军 人第五 》
。

⑩ 《续编
“

重友赏踢第二十七 》
。

⑩ 《三编
·

库官收金第三 十五 》
。

县 《初编
·

胡元 制治第三 》
。

⑩ 《高皇帝御制文集 》 卷三
。

卿 《三编
·

臣 民 倚法 为奸第一 》
。

习 《武 臣
·

卖放 胡党第十七
。 》

忍 《续编
。

追赃科敛第三 十六 》
。

《御制大 浩续编 序 》
。

哑 《御制大浩后 序冲
。

奢 《御制 大 浩二 编
『

多一
。

妙 长初编
·

谕官 之 任第五 》
。

公 《大 浩武 臣 序沙
。

一

莎 《续编 朝 臣蹈恶第五 十
。

⑩垂 《御制大浩三编 字 、
。

尽 《初编
。

京 民 同 乐第二 十八 》
。

⑩ 《初编
·

勾取逃军 第二 十一 》
。

垂 《初编 奸贪诽诱第六 十四 》
。

国 《续编
·

钞库作弊第三 十二 》
。

易 《三编
·

进士监生不俊第二 》
。

寥 《续编
·

解物封记第五 十二 》
。

勺矽 刘三 吾 《大 浩三编 后 字 》
。

孕亘 《御制大浩三编 序 》
。

抓 《续编
·

宜问 下蕃第四 十 四 》
。

眨 《三 编
·

沽名肆贪第四
、,

。

勇 《初编 伪 钞第 四 十八 、
。

呼 《三编
·

蛾利肆贪第三 十八 叭
。

芍 《明 会要 冷 卷六 四
。

西 《三编
·

戴刊肆 贪第 三 卜
,、 一 。

时 《初编
·

刑余攒典盗 粮第六 十
。

咚 《明太祖实录 》 卷三八
。

函 谈迁 《国榷 》卷三
。

顶忍 《三编 民拿害 民 该吏第三 卜四 》
。

巨 《初编
·

民陈有 司贤否第三 十六 》
。

急 《初编
·

乡民除患第五 十九 》
。

吞 《三编
·

苏州 友才第十二 》
。

口 《续编
·

罪除滥设第 七十 四 》
。

金 夏燮 《明通 鉴冷 卷十
。


